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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artif ic ial  intel l igence，下文简称AI）技术的快速应用，仲裁系统正在从人工

化驱动模式向自动化驱动模式转型升级（张圣翠和田洋，2024）。在AI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

下，各主流仲裁机构纷纷开始部署“AI仲裁秘书”，实现从立案、庭审记录到裁决生成的全链路自

动化（贺林平，2023）。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新《仲裁法》）

第11条明确鼓励在线仲裁，支持新技术在仲裁领域的应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仲裁程序

自动化水平与当事人接受度提升之间并未呈现正向同步关系。尤其在涉外智慧仲裁这一特定场域，

法系背景差异、语言表达习惯、跨文化沟通礼仪等多重因素叠加，极易在境外当事人与智慧仲裁系

统之间形成人机交互障碍。例如，来自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习惯通过当庭陈述、交叉询问、即时辩论

等方式来强化程序参与度，而高度自动化的智慧仲裁系统则会大幅压缩人机之间的互动空间，导致

当事人产生程序疏离感。正因如此，在人机互动供给不足的智慧仲裁审理架构下，自动化程度越

高，人机交互障碍反而愈发凸显，当事人与智慧仲裁系统之间的信任隔阂亦同步加深。可以说，智

慧仲裁系统所面临的危机已不再是传统语境下因客观公平供给不足所引发的信任危机，而是由人机

交互障碍所催生的新型信任危机。

对于这场由人机交互障碍所引发的新型信任危机，以“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为核心的客观公

平分析框架难以提供合理解释（项军，2019）。客观公平分析框架预设客观公平能够自动转化为

当事人对裁决的主观认可，这一逻辑在涉外智慧仲裁催生的跨文化人机交互障碍中，将会遭遇根本

性冲击。事实上，不同法域与文化背景下的纠纷主体并非纯粹的理性决策个体，其对智慧仲裁的接

受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人格尊重、理由释明与沟通交流。具言之，当智慧仲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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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过统一模板自动生成裁决草稿时，境外当事人与仲裁庭之间的直接互动渠道被弱化，难以有效

理解算法决策的内在逻辑与裁判形成过程，其通过程序参与和面对面沟通所建立的信任纽带难以维

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理念，也

从价值层面印证了交互体验在纠纷解决中的基础性意义。由此可见，当事人对智慧仲裁系统的信任

度和接受度不能只依赖传统的客观公平体系，亟需引入新的理论维度破解人机交互障碍。

从组织公平理论的演进看，互动公平之所以被单列为独立于结果公平、程序公平的第三维度，

是因为它能为破解智慧仲裁时代的人机交互障碍提供关键理论支撑（孙东山，2020）。互动公平所

内含的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构成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信

任纽带。这意味着，智慧仲裁系统面临的本质挑战，并非单一提升算力，而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人

机互动机制消解交互障碍。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基本命题：互动公平是破解人机交互障碍的核心

维度。为此，本文以互动公平理论为分析视角，构建相应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以期回应智慧仲裁时

代因人机交互缺失所引发的信任困境。

二、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交互障碍的核心表征

在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之间若缺少解释、回应和确认，互动缺失便不只是表面现象，而会成为

人机交互障碍的核心表征。尤其是在跨文化仲裁场景下，人机交互障碍将放大法律文化差异，形成

沟通阻隔，致使当事人觉得自己的诉求未被真正理解，对裁决的接受度亦会随之降低。可见，自动

化程度越高，越要为人机交互留出充足空间。

（一）人机交互的信息不对称障碍

在智慧仲裁时代，信息不对称既是造成互动信息缺失的重要原因，也是致使当事人互动体验缺

失的首要诱因。具体而言，智慧仲裁系统为互动公平维度下的信息沟通制造了双重困境：一方面，

智慧仲裁系统所依赖的算法具有黑箱属性，通常直接输出运算结论而缺乏充分的裁判逻辑释明与决

策依据展示，致使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当事人难以理解推理基础；另一方面，数据链条缺乏可溯源

性，将导致算法偏差无法被有效核验与追溯。上述交互障碍在跨文化涉外仲裁语境下表现得尤为突

出，共同构成互动信息缺失的核心表征。

1. 算法黑箱化的信息不对称障碍

在智慧仲裁时代，真正棘手的制度风险并非算法预测是否准确，而是算法黑箱化带来的深层信

息不对称（吴维锭，2024）。智慧仲裁系统所依赖的深度学习模型，往往由高维度参数和复杂非

线性结构构成，其决策逻辑既在机器语言中运行，又被封装进难以直接读取、难以直观解释的计算

框架。于是，算法怎样理解案件事实、怎样筛选证据、怎样给不同因素赋权，基本都以技术语言完

成，而不会自动转化为当事人能读懂的自然语言。尤其是在涉外仲裁场景中，这种技术性遮蔽往往

与文化差异所形成的理解鸿沟相互叠加，会进一步放大人机交互障碍。比如，普通法系当事人常常

希望系统围绕争议焦点逐项回应，想知道哪些事实被采纳、哪些证据被排除、理由如何形成等。若

系统只给出简化的裁决结论，这种互动体验显然难以达到其预期，也会明显削弱当事人对仲裁结果

的信任感和接受度（邱威棋，2025）。

算法黑箱化的风险不仅局限于信息被遮蔽的表层问题，更核心的危害在于其切断了人机之间

的语言互动链条。在跨文化仲裁中，囿于表达习惯和沟通文化的不同，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当事人

无法确认自己的陈述是否被算法正确解读，更无法判断智慧仲裁系统是否理解同一表达方式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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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下的差异化含义。譬如，境外当事人的肢体语言和语气性表达更能代表其真实意思，但智

慧仲裁系统在自然语言和机器语言的转译过程中压缩甚至删除了这些信息，就会使人机之间产生误

判，引发新的紧张关系（刘一帆，2025）。

2. 数据不溯源的信息不对称障碍

在智慧仲裁时代，数据不溯源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已不只是技术瑕疵，更是人机交互中的一道

实际障碍。大模型要靠海量训练数据提高判断精度，可这些数据从何而来、由什么构成、经过怎样

的预处理，当事人通常看不到。当事人难以判断其中嵌入的立法导向或文化偏好，在个案中是否都

是适当的。放到跨文化争议中，这种数据的不透明更容易被境外当事人理解为人机交互障碍，进而

加深其对智慧仲裁系统的不信任（武振国和周健，2024）。

更深一层的风险，还不止于数据来源不透明，而在于它可能直接撼动仲裁制度最有特色的个案

正义逻辑。传统仲裁中，裁决本应牢牢锚定于当事人为个案选定的仲裁规则、准据法和仲裁地，再结

合个案事实，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定制的法律服务（宋连斌，2025）。然而，在智慧仲裁中，

数据不溯源可能使算法将训练阶段吸收的偏差固化为自身决策逻辑，并以“技术中立”为外衣，将与

本案无关联性，甚至不应适用的他案仲裁规则及他国法律规范，隐性嵌入当前案件的裁判过程。如果

智慧仲裁系统在后台私自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设置差异化的可信度评分，显然就会形成一种

隐性歧视。在此情况下，缺乏清晰的数据溯源体系，不仅意味着智慧仲裁系统可能演化为一种“不

可追问”的算法利维坦，还会使当事人本应具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被系统性弱化，放大人机之间的

交互障碍（张爱军，2021）。可以说，数据不溯源虽然在形式上提高了仲裁效率，但却可能因隐性

适用他案规则、忽视表达差异而偏离个案正义轨道，最终破坏当事人对智慧仲裁的信任度和接受度。

（二）人机交互的地位不对等障碍

智慧仲裁越是自动化，人机之间的权力配置越有可能被重塑。传统仲裁中，仲裁员的居中裁

判、程序引导等互动，并非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确认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关键载体。也正因有这

些互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才更可能感受到程序尊严与主体价值。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交互障碍

削弱了这种体验。当事人不仅难以通过互动充分感知自身的主体性，反而更容易觉得自己只是被系统

处理的对象。因此，自动化不只关乎效率，也关乎程序尊严与主体地位如何得到保障。

1. 主体倾听地位弱化

在智慧仲裁时代，主体倾听地位的弱化已成为实现有效人机互动的重大阻力。在传统商事仲裁

中，倾听并非可有可无的礼节，而是仲裁员恪守正当程序的核心义务。它也是保障境外当事人程序

参与权、弥合跨法系与跨文化差异的关键路径。进入智慧仲裁时代，以人际倾听为核心的互动模式

被自动化流程替代，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度在主体表达、意见传递、诉求认知等层面均遭到系统性压

缩，其对智慧仲裁的信任基础也随之动摇，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交互渠道从双向对话退化为技术主导的单向输入。系统会把上传资料统一翻译为机器语

言并加以运算，原本依赖面对面交流形成的叙事性、情境化陈述，被迫改写成符合系统解析标准的

标准化文本。这种单向信息流既剥夺了当事人主动补充案件事实、澄清争议焦点的动态参与机会，

也削弱了其在跨文化互动中借双向对话确认程序主体地位的可能，境外当事人的主体意志与互动地

位因此难以充分彰显（李贤森和李妍妍，2025）。其二，倾听从实质性对话滑向形式化审查。尽管

部分平台使用了在线听证或视频会议形式，试图增加人机之间的互动机会，但部分仲裁员对当事人

的开场陈述和庭审策略的把握显著下降，使“听取意见”异化为形式审查。在由香港高等法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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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ong Lihua v Lee Chee Hon案中，①其中一位仲裁员虽通过视频形式远程参与线上庭审，但庭审视频

显示其不断走动、频繁与他人互动、未专注屏幕，且中途坦言正赶往高铁站且信号中断，实质上未

能真正参与庭审，导致境外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事人在互动地位无法得到保

障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自身诉求未被重视的负面认知，进而会对仲裁程序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2. 情绪回应机制失效

智慧仲裁时代，情绪回应机制的失效并不是边角问题，它其实是互动缺失在人机交互层面的具

体投影，也是当事人参与度下滑、互动地位被侵蚀的关键信号。传统仲裁程序之所以能维系信任，

很大程度上靠仲裁员对情绪的感知和同理心回应。语气语调的调整、微表情的捕捉、安抚性的阐

释、澄清性的追问，这些看似细碎的动作，能缓解当事人的程序性焦虑，回应其被理解、被尊重的

需要，并在互动中织出信任纽带（杜焕芳和李贤森，2020）。然而，智慧仲裁系统的回应机制呈

现出明显的去人格化特征，容易使境外当事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孤立感与疏离感。尤其在跨文化争议

中，系统既难精准识别情绪倾向，也难提供有针对性的情绪回应，原本由仲裁员承担的情绪沟通与

安抚功能便被系统性弱化。一旦情感纽带缺位，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评价很容易走向负面。

具体而言，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在信息表达上本就存在差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当事人往

往重意会，属于典型高语境文化群体，很多信息并不直接说破，而是内化于交往场景、关系和语气

之中。因而，东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往往倾向间接、含蓄，核心考虑是维护关系和谐。若对方态度强

硬、步步紧逼，东方当事人可能在庭审结束后才明确提出诉求，要求补充书面材料来完善主张。而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当事人则重言传，属于低语境文化群体，习惯明确、直白地陈述意图。两种表达

逻辑碰到一起，智慧仲裁系统若仍以标准化、单向度方式处理，就容易把含蓄视为沉默、把间接视

为回避，从而加深误解，削弱互动信任（武振国和何新宇，2025）。对于此种文化差异，智慧仲裁

系统仅能基于字面信息与固定算法模式提取当事人意图，难以识别高语境文化中内嵌的模糊语义、

隐含诉求，亦无法认可东方当事人事后追补主张的合理性，进而易导致高语境文化当事人的申辩未

被系统识别为有效抗辩，引发其对仲裁程序不公的强烈不满。相比之下，人类仲裁员可凭借自身的

文化敏感性与仲裁实践经验，精准理解此类跨文化表达背后的交往逻辑与真实诉求，避免作出武断

性裁判结论。针对上述问题，坎贝尔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线争议解决平台若缺乏有效情绪回应，用

户好感度往往会明显下降（Campbel l，2020）。换句话说，智慧仲裁中情绪回应机制的缺失，并

不只是技术功能上的短板，它更像是跨文化人机沟通链条断裂的一个信号。沟通一旦断在这里，当

事人对智慧仲裁的信任感和接受度自然会被拉低。

三、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交互障碍的理论破局

智慧仲裁中的人机交互障碍，带来的不只是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隔阂，还会引发不同法律文

化和程序理念之间的碰撞。在此背景下，智慧仲裁的理论破局必须突破传统客观公平分析框架的局

限，引入涵盖互动公平的新型公平理念，强调公平正义在个案中的可感知性。

（一）新旧公平理论的演进脉络

根据组织公平理论，可以梳理出新旧公平理论从“结果公平、程序公平”的二元分析结构向

“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的三元结构的演进脉络。这个变化不只是概念层面的增加，它

背后是公平评价从客观维度向主观维度的延伸。也正因如此，互动公平才可能为破解智慧仲裁中人

① Song Lihua v Lee Chee Hon, [2023] HKCFI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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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交互障碍提供理论支撑（Muir et  al .，2022）。最早的“结果公平”强调投入与产出之间具有正

相关性，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公平指标。此后，随着学界对程序问题的系统深耕，程序公平也成为组

织公平理论的核心分析维度。然而，“结果公平、程序公平”的二元体系仍属于客观公平的分析范

式，如果仲裁公平只是到此为止，便是预设客观公平可以自动生成主观公平。但如上所述，这一预

设在智慧仲裁时代遭遇现实冲击，充分暴露了客观公平分析框架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跨文化争议

中，智慧仲裁系统即便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和法定分配规则执行，也未必能让境外当事人满意。文化

背景不同、价值理念迥异，当事人表达方式一旦未被系统理解，或者系统回复不合其文化预期，他

们就很可能觉得这套程序缺乏人文关怀、不尊重主体地位，甚至没有沟通诚意。这意味着，客观公

平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跨文化语境中当事人的主观公平体验，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转化鸿沟，而这一

鸿沟正是传统客观公平框架无法解释与弥合的。

在传统客观公平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主观公平体验缺失、无法弥合客观公平与主观公平间的鸿沟

的现实背景下，互动公平作为组织公平理论的第三维度被正式提出，并在此后数十年间经学界持续研

究，迅速发展为衡量当事人主观公平感的重要理论支柱，为破解上述理论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互动公平揭示了公平感的生成并不单纯依赖客观层面的结果分配与程序设计，而是深度依赖互动过程

中的信息沟通质量与人格尊重体验。在智慧仲裁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系统有技术优势，形式上的

程序公平要求往往能一一满足。可它很难精准识别跨文化场景里的语言差异、语气偏好和情绪表达，

也缺少人类仲裁员那种同理心、情境理解与人文关怀。结果容易导致境外当事人在人机交互中反复碰

壁、感到被情感忽视，于是仲裁公平的可体验性便被严重削弱。也就是说，合规不等于可感，程序正

确也不等于让当事人觉得被尊重。若只看客观规则是否落实，而不看互动中是否被理解、被回应，跨

文化仲裁中的公平感就可能落空（Wei & Moser，2020）。因此，立足互动公平理念破解智慧仲裁中

的人机交互障碍，重建仲裁公平的可感知性和可体验性，正是破解当前实践难题的理论出路。

（二）程序公平和实体公平理论的适用困境

在智慧仲裁时代，以“程序公平、实体公平”为核心的客观公平分析框架，逐渐暴露出其解释

力不足的问题。在跨文化智慧仲裁场景中，当事人的核心关切往往并不止于结果与程序本身，还包

括自己有没有被公平地对待、能否感受到公平。恰恰是这种主体性体验成了客观框架难以照见的盲

区，这也是智慧仲裁在人机交互层面陷入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程序公平、实体公平”分析框架的适用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实体公平的角度

看，智慧仲裁系统在客观层面确有助于提升裁决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但并未消除当事人对仲裁

过程的质疑（Rajendra & Thurais ingam，2022），系统即便在结果上做到公平，也可能因互动缺

失，让当事人主观上产生强烈不公平感。从程序公平看，系统形式上可以严守程序规则，可高度自

动化流程往往压缩表达空间与对话渠道，使程序参与权在跨文化情境中实质性萎缩。尤其在语言能

力、法律文化与表达习惯差异明显的涉外争议中，当事人更依赖仲裁员的解释、追问和情境化沟通

来弥补理解落差，进而有效参与仲裁程序。而智慧仲裁系统通常只给结构化选项和标准化回复，缺

少针对具体文化语境的解释机制与沟通渠道，难以回应差异化需求。究其根本，问题不在于系统是

否合规，而在于合规之后，当事人是否仍觉得被听见、被理解、被尊重。若这一层落空，客观公平

再完整，其体验感也可能在跨文化人机交互中大打折扣。这并非否定客观公平的意义，而是说它不

足以完全承担起跨文化仲裁的信任建构功能。在此情况下，在形式上完备的智慧仲裁程序中，当事

人在体验层面的参与缺席与权利虚化，使程序公平机制丧失其应有的心理安抚与认同建构功能，进

而加剧境外当事人的主观不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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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动公平理论的破局优势

在智慧仲裁时代，原本靠语言、文化情境支撑的双向互动，慢慢被单向的技术处理所取代。即

使系统在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上做得无可挑剔，也未必能弥补因跨文化沟通不畅、文化误读和情感

忽视造成的主观公平断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互动公平理论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互动公平关注的

不是单纯的结果和程序，而是主观公平。这使其跳出了传统客观公平框架的局限，为破解人机交互

障碍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工具。

一方面，互动公平理论直面智慧仲裁的核心危机，即当事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按组织公平理

论的经典分类，互动公平可分为“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前者强调决策过程中信息是否被充

分披露，后者关注互动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是否被尊重、主体地位是否被明确认可。放到跨文化仲

裁场景中，不同法律文化传统、语言表达习惯与价值理念，对信息公平、人际公平的具体内涵和实

现方式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若被系统忽视，便会成为跨文化人机交互障碍的重要诱因。当智慧仲

裁系统仅依据字面语义进行意图识别与信息处理，缺乏对不同文化表达习惯的适配能力时，东亚当

事人的含蓄表达就可能被误判为未明确提出主张或放弃权利，进而引发当事人的主观不公平感与对

系统的不信任。可以说，互动公平集中关注当事人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身份确认与情

感满足，因而能够更精准地解释“形式公正却体验不佳”“结果合理却不被接受”的跨文化仲裁困

境，这也是其相较于传统客观公平框架的核心优势所在（塞拉，2024）。

互动公平的价值，不只在于解释因语言差异、文化冲突与沟通不畅所造成的互动断裂，更在于

通过信息公平、人际公平的制度化设计，重新连接当事人与智慧仲裁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能够

成为破解人机交互障碍、推动智慧仲裁规范化发展的关键理论基石。

四、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交互障碍的克服路径

智慧仲裁时代，人机交互障碍的克服路径不能只靠技术修补。原本依赖仲裁员的文化理解、语

言解释与情感回应来维系的双向沟通机制，如今被压缩为标准化信息输入与算法自动化输出的单向

流程，人文关怀和情境适配性随之流失，当事人的主观不公平感也被放大。要走出这个困境，互动

公平理论所强调的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恰好能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一）构建信息公平实现机制

信息公平是实现互动公平的重要维度，其核心在于化解跨文化语境下人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在智慧仲裁中，文化价值差异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跨语境误读，往往比单纯技术故障更直接地阻断沟

通链条。因此，信息公平的实现不能只理解为技术透明化，它还要求算法逻辑与数据应用在多元文

化和多语言背景下能够被清晰理解、充分解释与有效沟通，使技术理性与跨文化沟通需求真正适

配。具体而言，智慧仲裁系统需要聚焦算法原理的可理解性与数据来源的可追溯性两大核心，为破

解互动信息缺失问题提供制度化支撑。

1. 推进算法可视化

在智慧仲裁场景中，算法黑箱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语境差异深度交织，形成双重信息壁

垒。技术黑箱叠加跨文化认知差异，人机之间原本就脆弱的有效沟通链条很容易被切断，程序不信

任感也随之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真正不满的，未必是裁决结果在实体上不公正。更常见的

情况是，他们看不懂系统作出裁决的推理过程和判断依据，于是形成决策不透明的主观认知，并进

武振国 智慧仲裁时代的人机交互障碍及其克服



94

一步产生智慧仲裁不公平的体验。面对这种情况，为契合互动公平的核心要求，智慧仲裁系统就不

能只把自己当作运算工具，而应承担必要的转换义务和解释责任，把算法转化为可被人类理解，甚

至具有可视化性质的表达（武振国，2025）。

为了有效支撑上述目标，智慧仲裁系统有必要改造源代码，构建算法可视化机制，以匹配不同

参与主体的认知能力与程序需求（贺小勇和刘真宇，2026）。一方面，面向当事人，应建立通俗

化解释机制。图形化操作界面、流程动态示意、情境化案例说明等多元形式，可以把抽象算法决策

转译为具有清晰因果结构、又符合不同文化认知习惯的通俗表达，使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当事人至

少能理解系统的决策路径。另一方面，面向仲裁员，则需要专业化解释机制。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把技术细节呈现出来，为仲裁员理解算法逻辑提供依据。同时，还要在算法语言、专业语言与通俗

语言之间建立逻辑映射关系，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围绕同一决策逻辑进行有效沟通（王晓霞，

2024）。此举不仅能够避免算法可视化过程陷入二次黑箱化的困境，更能确保仲裁员和当事人都能

在自身认知能力范围内实现对算法逻辑的有效理解与顺畅沟通，并消除信息不对称，强化境外当事

人的程序认同感与主观公平感。

2. 保障数据可溯源

在智慧仲裁里，数据溯源机制是一种制度工具，用来重新安放当事人的主观公平感，并在跨文

化误解容易滋生的地方，给沟通留下可验证的线索。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证据规则与商业习

惯存在显著差异，当智慧仲裁系统以标准化的数据模型进行事实抽取与权重分配时，极易引发境外

当事人的制度性焦虑。境外当事人往往担忧系统把他国法律环境、文化背景下的案例逻辑和证据规

则，直接套到自己的案子里，形成一刀切的隐性推定。这种情况一旦成立，就会背离当事人合理预

期与认知习惯，裁决结果的可接受性自然被削弱。

基于上述实践困境，数据溯源机制成为智慧仲裁系统优化完善的重要方向。通过引入以区块链

为代表的可信计算技术，智慧仲裁系统可以构建全流程、可验证、不可篡改的数据溯源体系，实现

数据应用的全程留痕（付大学，2026）。更重要的是，不可篡改的溯源结构还能在技术层面提升仲

裁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真实性与合法性，使技术理性与法律理性不至于各行其是。而一旦溯源链条

出现断裂、记录异常或语境不匹配，系统便可预判为数据不适格，仲裁庭也能据此行使裁量权，排

除风险数据，确保数据应用的合理性与适配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慧仲裁系统中，数据可溯源绝非单纯的技术透明化工具，它更应被定位

为一种跨文化沟通与信任建构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帮助不同文化、不同法系背景的当事人理解机

器决策如何形成，从而在多元文化语境之间搭建起共同的信息认知基础，化解跨文化信息误解。这

个过程，也恰好契合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所强调的主体间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只有在

共享可理解、可验证的信息结构基础上，才能通过理性沟通、平等对话，形成对智慧仲裁的共同认

同（孙绍勇，2022）。可以说，数据可溯源在智慧仲裁中承载着制度正当性与跨文化信任重建的

双重功能，其通过重塑主观公平的生成机制，能够推动仲裁正义在跨文化理性交往中的持续演进与

完善。

（二）完善人际公平实现机制

人际公平作为互动公平的核心维度，要求智慧仲裁系统以充分倾听、有效回应、尊重人格为基

本准则，平等对待仲裁当事人。在智慧仲裁时代，不同法律文化、沟通习惯与表达方式的差异，使

当事人更容易在人机交互场景中陷入主体地位失衡的弱势处境。部分当事人因语言风格、表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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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礼貌规范与系统内置标准化语料库存在适配偏差，其陈述容易被智慧仲裁系统误读，进而使当事

人产生被漠视的负面感知。基于此，本文秉持人机协同共治基本逻辑，从多元互动渠道扩容、拟人

化回应机制建构等路径出发，系统性破除跨文化语境下人机交互的主体地位壁垒，推动涉外智慧仲

裁人际公平规范化、制度化落地。

1. 拓宽多元化互动渠道

跨法系立法理念、沟通习惯与思维模式的差异是造成境外当事人诉求表达无法被智慧仲裁系

统完整识别、精准吸纳的核心原因。为纾解这一困境，应着力拓宽人机交互渠道，以技术手段增强

不同文化表达方式在程序中的可感知性。智慧仲裁系统应搭建双向闭环沟通通道，实现直接对话

衔接，保障不同法域、不同表达习惯的主体意见均可在智慧仲裁系统中得到完整呈现（姚梦莹，

2022）。为此，智慧仲裁系统可以引入多模态输入接口，搭建双向闭环沟通渠道，强化当事人与仲

裁庭之间的直接对话衔接，保障不同法域、不同表达习惯的主体意见均可在数字化仲裁程序中完整

呈现、有效流转。智慧仲裁系统还应设立智能答疑窗口，针对跨文化表达歧义、法律术语差异、语

义理解分歧等问题，自动生成回复并推送给当事人和仲裁员，及时完成观点补正与事实厘清。

为了避免智慧仲裁系统的工具化属性将仲裁法意义上的“程序倾听”窄化为单纯的数据抓取与

机械解析，仲裁庭有必要强化对智慧仲裁系统的控制权与实质审查权。这不仅是实现互动公平的需

要，也是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必然要求。仲裁庭作为仲裁权唯一合法行使主体，若无法对智慧仲裁

系统抓取的案件信息、筛选的关键诉求、整合的交互内容开展实质性核验与法律解释，便不必将系

统输出的结论纳入裁决中（杜焕芳，2025）。在这一背景下，新《仲裁法》第67条规定，仲裁庭在

作出裁决时应当说明理由，这进一步强化了仲裁庭在此方面的责任。质言之，唯有将技术赋能的多

元交互渠道，与仲裁庭的核心职权深度绑定，方能符合“倾听当事人意见”的规范内涵，避免当事

人在智慧仲裁中沦为数据供给客体的被动情况。

2. 引入拟人化回复机制

在跨文化语境下，不同礼貌规则与表达习惯的差异往往会放大智慧仲裁系统语言风格所带来的

误解风险，加剧境外当事人的程序弱势地位。在此情况下，引入拟人化回复机制，便有了现实针对

性。它不是让系统简单模仿人类的表达，而是让回应更懂情感、更有适配度，从而提升人机交互的

共情与包容。当然，此种机制的落地实施不能停留于抽象设想，尚需具体的技术支撑与制度配套。它

需要跨语种、跨文化双向校准的情绪识别算法，还要结合自适应深度学习，尽可能捕捉当事人陈述中

隐含的情绪倾向和诉求立场。在此基础上，系统再依据情感生成模型，合理调节回复语气，补充情境

化法律解释，增设安抚性表述，在保证法律表述严谨准确的前提下，让智能回复带一点人文温度。通

过柔性化、适配化的语言输出，智慧仲裁系统有望缓解人机交互中的疏离感，增强当事人对智慧仲裁

的认可度与信任度（周斌和李守石，2021）。

拟人化回复的目标不止在于改变表达方式，更在于重构人机交互的对话结构，改变跨文化语境

下当事人的弱势地位。通过情感识别算法与自适应生成模型的协同作用，系统可以从被动的应答工

具变成主动的共情对话者，让当事人切实感到自己的意见被倾听，而不仅仅是被处理。换句话说，

系统要回应的不只是一句法律结论，还有当事人身处陌生程序中的不安与期待。当然，为确保拟人

回复不逾越法律文书的客观中立底线，系统应嵌入合法性审查子模块，对情感化表述进行合规性过

滤。遇到情绪激动或事实误解类陈述，可以先以标准化法律语言确认核心事实，再以拟人化语气附

加解释性、安抚性表述，使法律理性与交流感性不至于互相打架。通过子模块的嵌入确保拟人回复

机制能够在不牺牲法律严谨性的前提下，实质性提升当事人对智慧仲裁系统的信任度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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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人机互动纠偏机制

在智慧仲裁系统中，即便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在技术设计层面已初步落实，智慧仲裁系统在跨

文化语境下仍可能因技术偏差而输出偏离实质公正的结果。比如，某种在特定文化中具有合理性的

情绪表达，被系统误判为攻击性语言，当事人陈述在系统中的可信度就会受到影响。这种技术性误

判若不及时矫正，信息层面的偏差便会传导至人际层面，造成人格尊严受损与程序地位弱化，甚至

引发仲裁责任。因此，有必要引入人机互动纠偏机制，把它作为连接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制度桥

梁，即时矫正系统输出的失当结论，使二者从各自独立的目标状态，升华为相互协同的运作过程。

至于纠偏机制的设计，主要包括三条路径，其中前两条尤为关键。第一，通过预设语义规则

实现技术自动修正，对明显源于文化表达差异的系统误判进行实时筛查与调整。这条路径侧重信息

公平的补强，同时为人际公平提供准确的认知前提。第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允许境外当

事人通过合意选择、限制或禁用特定智慧仲裁系统，或要求使用符合其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交互模块

（Moreira & Zhang，2025）。例如，依据202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在仲裁中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指引（试行）》第3.1条之精神，当事人有权对智慧仲裁系统的使用方式作出约

定，也可就仲裁中使用智慧仲裁系统的披露等事项作出约定。该路径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使人

际公平通过意思自治获得实质性保障。第三，仲裁庭作为程序主导者，在主动发现或受理当事人针

对智慧仲裁系统的跨文化误判异议后，不能只做旁观者，而应协调技术力量对系统进行语境校准，

必要时还得行使最终决定权。这种人工纠偏行为既是对算法偏见的必要矫正，也是维系仲裁权依法

独立行使、实现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深度协同的制度保障（胡玉鸿，2025）。只有这三条路径联动

起来，人机互动纠偏机制才能在个案中持续弥合信息处理与人机互动之间的裂隙，使智慧仲裁系统

同时满足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要求。

五、结论

在智慧仲裁时代，迈向互动公平是续造当事人主观公平感、克服人机交互障碍的关键路径。

智慧仲裁确实提升了程序效率，但也可能在不同语言、法律传统与沟通习惯之间制造新的信息不对

称，使当事人在系统中难以获得充分倾听、有效回应与文化尊重，主观公平体验随之被削弱。这类

困境，往往并非源于客观裁决结果不公，而是源于跨文化语境下互动体验的缺失。未来主观公平的

制度建构，应超越传统以“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为中心的客观公平分析框架，转而将互动公平中

的信息公平与人际公平确立为核心分析维度。具体来说，信息公平为人际公平提供事实认知的前

提，人际公平为信息公平划定价值尊重的边界，二者再通过人机互动纠偏机制实现动态协同。也只

有把新的公平保障理念真正嵌入智慧仲裁系统，技术才不至于凌驾于仲裁的公正本质之上，智慧仲

裁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向以人为本、文化包容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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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in the Era of Smart Arbitration and Their 
Overcoming

WU Zhen-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smart arbitration systems, the interactive status of humans in arbitration decision-
making has been significantly weakened,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particular, when a smart arbitration system generates outcomes in a single step,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substantially 
compress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o which parties should be entitled. The resulting “loss aversion” intensifi es the trust ga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leading parties to develop stronger doubts about and resistance to identical objective outcomes. 
The traditional objective fairness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is unable to 
eff ectively respond to the trust crisis caused by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because it fails to recognize that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vehicle through which the people genuinely fee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every judicial case. Grounded 
in the genealogical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interactional justice” as the core point of entry for 
overcoming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in smart arbitration. The informational justice and interpersonal justice embodied 
in interactional justice can overcom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barriers in smart arbitration, reshape the parties’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identifi cation, and thereby eff ectively enhance human trust in and acceptance of smart arbitration. 
Keywords: interactive fairness; smart arbitration; algorithmic black box;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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